
跨文化交流与罗马帝国犹太人律法政策嬗变
———以《狄奥多西法典》为中心的考察

李大伟

　 　 摘　 要：４２９ 年开始编纂的罗马帝国《狄奥多西法典》是罗马法史上第一部官方法典，收录了 ３１３ 年—
４３８ 年间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二世时期罗马皇帝签署的所有谕令。 该法典收录罗马皇帝谕令的时段

（３１３—４３８）正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化并成为国教的过程，因此颇受基督教影响。 法典中有关犹太人

的谕令有 ５２ 条，上承罗马帝国改宗基督教之前的律法、下启改宗之后的律法，涉及犹太人律法地位、犹太

人宗教活动、犹太人自治与公共事务等方面。 这些谕令显示由于受基督教影响，犹太人律法地位呈现恶化

趋势，尤其体现在犹太人宗教活动、自治与公共事务方面。 法典有关犹太人的律法直接孕育了中世纪基督

教会与基督教世俗王权对犹太人的律法认定，影响了基督教世界犹太人长达千年之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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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减少罗马法混乱、冗杂导致的错误以及东西罗马帝国法令不一的弊端，４２９ 年东罗马帝国皇

帝狄奥多西二世（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ｕｓ ＩＩ，４０１ － ４５０）下令编纂《狄奥多西法典》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ａｎ Ｃｏｄｅ），对律法

作出更为正式与严谨的规定。 该法典历时 ９ 年，于 ４３８ 年编纂完成并生效，收录了 ３１３ 年—４３８ 年

间罗马皇帝签署的所有谕令。① 这些谕令在帝国各地法庭普遍通用，对所有案件皆有效力，总计约

２ ５００ 余条，被分为 １６ 卷，每卷分门别类以时间顺序编排，包括诉讼法、私法、军事法、税法、行政法、
公共事务法与宗教法。② 《狄奥多西法典》是继罗马十二铜表法之后第一部以公共权力编纂的法律汇

编，被称为罗马法史上第一部官方法典。③ 关于该法典的研究，国外学者论著甚多，尤以克莱德·法

尔（Ｃｌｙｄｅ Ｐｈａｒｒ）、卢西奥·德·乔瓦尼（Ｌｕｃｉｏ Ｄｅ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马修斯（Ｊ． Ｆ．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与吉尔·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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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份现存罗马元老院会议记录记载，４３８ 年罗马帝国禁卫军长官（Ｐｒａｅｔｏｒｉ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与执政官格拉布利奥·福斯特
（Ｇｌａｂｒｉｏ Ｆａｕｓｔｕｓ）在意大利帕尔玛（Ｐａｌｍａ），奉狄奥多西二世与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 ＩＩＩ，４１９ －
４５５）敕令，向罗马帝国牧师、元老与贵族等宣告法典编纂完成。 １８２０ 年在发现《狄奥多西法典》抄本时，这封罗马
元老院会议记录与法典装订在一起。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ｅ， 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ａｎ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ｒｍｏｎｄ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 Ｃｌｙｄｅ Ｐｈａｒ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２， ｐｐ． ３ － ４。 以下引用该书
仅在文中夹注卷及页码。
《狄奥多西法典》１６ 卷主题分别为：法律渊源与高级行政官员；诉讼；买卖、婚姻与监护；遗嘱继承、获得自由的方
式与审判；法定继承、身份转变与不动产；职务的等级和特权；军事法；低级官员与私法；刑事法；税收法；税收与诉
讼；税收；特殊职业；市政；公共事务以及宗教法等。 与针对特定人士设定的罗马法而言，《狄奥多西法典》收录的
谕令皆为帝国通用法，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皆有效力（１． １． ６， ｐ． １２）。
Ｊ． Ｍａｔｔｅｗｓ，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ａｎ Ｃｏｄ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１７．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３５ 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Ｎｏ． ６ ２０２０（Ｖｏｌ．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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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ｌｌ Ｈａｒｒｉｅｓ）等为代表，国内学者鲜涉及此，黄美玲与肖俊曾对该法典进行总体性介绍与探讨。①
３１３ 年罗马帝国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３８０ 年狄奥多西一世（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ｕ Ｉ，３７９—

３９５ 在位）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基督教从此成为国教。 《狄奥多西法典》收录

罗马皇帝谕令的时段（３１３—４３８），正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化并成为国教的过程，因此《狄奥多西

法典》堪称第一部基督教时代法典。 大量基督教教义渗透到法典中，对罗马法带来了众多影响，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改变了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律法政策，并直接孕育了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的律

法认定与统治政策。 吉恩·朱斯特（Ｊｅａｎ Ｊｕｓｔｅｒ）、多拉·阿斯卡伟斯（Ｄｏｒａ Ａｓｋｐｗｉｔｈ）、所罗门·格雷

泽尔（Ｓｏｌｏｍｏｎ Ｇｒａｙｚｅｌ）、罗伯特·威尔肯（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Ｗｉｌｋｅｎ）与宋立宏等曾对罗马犹太人相关政策有

所探讨，但这些研究鲜见以《狄奥多西法典》为中心考察罗马帝国犹太人律法地位。② 故本文拟在以

上关于《狄奥多西法典》与罗马犹太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探讨法典中关于犹太人的 ５２ 条谕令———此

５２ 条谕令出现在法典第 １６ 卷（宗教法）第 ８ 章《犹太人、卡里克立斯教派人（Ｃａｅｌｉｃｏｌｉｓｔｓ）与撒玛利亚

人 》③与第 ９ 章《犹太人不得拥有基督徒奴隶》中，计 ３４ 条；另外 １８ 条分布在第 ２—３、７—９、１２—１３ 与 １５
卷，涉及诉讼法、买卖法、婚姻与监护法、军事法、低级官员与私法、刑事法、税收法、特殊职业法与公共事

务法，揭示罗马帝国犹太人律法地位，探究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犹太人律法地位的认定及其影响。

一、犹太人律法地位：合法存在与宗教歧视

罗马与犹太人首次官方接触出现在马加比起义（Ｍａｃｃａｂｅａｎ Ｒｅｖｏｌｔ，前 １６７—前 １４１）时。 《马加比

书》记载：“为了抵御塞琉古（前 ３１２—前 ６４）入侵，公元前 １６１ 年犹大·马加比（Ｊｕｄａｈ Ｍａｃｃａｂｅｅ，？ —
前 １６０）派遣尤波勒劳斯（Ｅｕｐｏｌｅｒａｕｓ）与杰森（Ｊａｓｏｎ）组成的使团前往罗马；罗马人设想通过支持马加

比起义打击塞琉古，向地中海东岸扩张，双方遂建立联盟。”④在马加比起义之后建立的哈斯蒙尼王朝

（前 １４０—前 ３７）时期，罗马与犹太人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罗马境内犹太人被允许按照犹太律法与宗

教习俗生活。 １ 世纪著名犹太史家约瑟夫斯（Ｊｏｓｅｐｈｕｓ， ３７ － １００）在《犹太古史》中记载哈斯蒙尼王朝

约翰·海卡努斯（Ｊｏｈｎ Ｈｙｒｃａｎｕｓ，前 １３４—前 １０４ 在位）时，多次向罗马遣使阐明犹太人享有的此种权

利。⑤ 公元前 ６３ 年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尽管哈斯蒙尼王朝成为罗马人的附庸，但罗马并未改变犹太

人政策，多次申明允许犹太人遵守安息日与其他神圣仪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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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ａｎ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ｒｍｏｎｄ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 Ｃｌｙｄｅ Ｐｈａｒｒ； Ｌｕｃｉｏ Ｄｅ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Ｃｈｉｅｓａ ｅ ｓｔａｔｏ
ｎｅｌ ｃｏｄｉｃｅ Ｔｅｏｄｏｓｉａｎｏ， Ｔｅｍｐｉ ｍｏｄｅｒｎｉ， Ｎａｐｏｌｉ： Ｄｅ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Ｌｕｃｉｏ， １９８０； Ｉｌ ｌｉｂｒｏ ＸＶＩ ｄｅｌ Ｃｏｄｉｃｅ Ｔｅｏｄｏｓｉａｎｏ： ａｌｌｅ
ｏｒｉｇｉｎｉ ｄｅｌｌａ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ｚｉｏｎｅ ｉｎ ｔｅｍａ ｄｉ ｒａｐｐｏｒｔｏ ｃｈｉｅｓａ⁃ｓｔａｔｏ， Ｎａｐｏｌｉ： Ｍ． Ｄ̓ Ａｕｒｉａ， １９８０； Ｊ． Ｍａｔｔｅｗｓ，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ａｎ Ｃｏｄ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Ｊｉｌｌ Ｈａｒ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ａｎ Ｃｏｄ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黄美玲：《〈狄奥多西法典〉：技术
要素与政治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５—１４８ 页；肖俊：《〈狄奥多西法典〉与罗马晚期的法
学困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２４—３７ 页。 克莱德·法尔首次将法典译为英文。
Ｊｅａｎ Ｊｕｓｔｅｒ， Ｌｅｓ Ｊｕｉｆｓ ｄａｎｓ ｌ̓Ｅｍｐｉｒｅ Ｒｏｍａｉｎ，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ｕｌ Ｇｅｕｔｈｎｅｒ， １９１４； Ｄｏｒａ Ａｓｋｐｗｉｔｈ， 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ａｌｏｕ Ｐｒｅａａ， １９１５；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Ｇｒａｙｚｅｌ，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 Ｌａｗ，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８， Ｖｏｌ． ５９， ｐｐ． ９３ －１１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Ｗｉｌｋｅｎ，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ｉｎ Ｒ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６７， Ｖｏｌ． ４７， ｐｐ． ３１３ －３３０；宋立宏：《罗马的犹太政策》，《学海》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１９ 页。
撒玛利亚人为古代以色列国后裔。 公元前 ７４０ 年亚述灭亡以色列国，把外族移入以色列地区。 这些外族与当地
犹太人所生后裔被称为撒玛利亚人。 由于其与异族通婚，并混合外族宗教崇拜，因此不被南部犹大国承认。 罗马
帝国时期犹太人并不承认撒玛利亚人地位，此文主要探讨《狄奥多西法典》关于犹太人律法地位。 卡里克立斯教
派为一种融合基督教与犹太教教义的教派，形成于 ４ 世纪到 ５ 世纪（ｐ． ５８２）。
Ｈｅｎｒｙ Ｃｏｔｔ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ｃａｂ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ｔ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３２， ｐｐ． ９２ － ９３．
Ｊｏｓｅｐｈｕｓ，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ＸＩＶ， １０， １１ － ２０，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Ｋｒｅｇｅｌ Ｏ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９， ｐｐ． ４７１ － ４７３．
Ｊｏｓｅｐｈｕｓ，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 ＸＩＶ， １０， ２０， ｐ． ４７３．



凯撒时期（前 １０２—前 ４４）这一政策被延续，并作为帝国犹太人大宪章（Ｍａｇｎａ Ｃａｒｔａ）被遵循；犹
太希律王（Ｈｅｒｏｄ，前 ７４—前 ４）时期，犹太人甚至享有罗马帝国安全保护。 即使 ６６ 年—７４ 年罗马镇

压犹太人起义并摧毁第二圣殿后，安条克与亚历山大里亚等地不断向罗马皇帝提图斯（Ｔｉｔｕｓ，３９ －
８１）与维斯帕乡（Ｖｅｓｐａｓｉａｎ，９ － ７９）请愿，驱逐犹太人，取消犹太人特权，但仍然被拒绝。① 从多米提安

（Ｄｏｍｉｔｉａｎ，５１ － ９６）、哈德良 （Ｈａｄｒｉａｎ，７６ － １３８） 至塞普蒂米乌 （ Ｓｅｐｔｉｍｉｕｓ，１４５ － ２１１）、卡拉卡拉

（Ｃａｒａｃａｌｌａ，１８８ －２１７）、埃拉伽巴路斯（Ｅｌａｇａｂａｌｕｓ，２０３ －２２２）到亚历山大·西弗勒斯（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ｅｖｅｒｕｓ，
２０７ －２３５）时期，罗马总体保持了对犹太人的传统政策，只要犹太人对罗马保持政治忠诚，不危害社会政

治秩序，罗马统治者便会对犹太人持容忍、开放的态度，有时甚至会主动保护，亚历山大·西弗勒斯对犹

太人极为同情，以至安条克、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等地人称其为“叙利亚犹太会堂首领与最高祭祀”。②

早期罗马犹太人身份地位不仅依赖于罗马与哈斯蒙尼王朝的友好关系，而且与罗马多元化宗教

政策亦相符合，即允许各门宗教以其习俗生活。 基督教作家特土良（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１５５ － ２４０）将此时的犹

太教称为“被允许的宗教”或“被批准的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 ｌｉｃｉｔａ）。③ 但是，在罗马法中则主要将犹太人视

为可承担律法责任的团体（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即犹太社团或以犹太会堂为中心形成的自治群体，并不太关注

犹太人的宗教属性。④

３１３ 年基督教合法化并成为国教后，对基督教的偏爱渗透到罗马法中，基督教特权地位与犹太人

传统政策不断发生冲突。 尽管如此，《狄奥多西法典》仍延续了犹太人政策，３９３ 年狄奥多西一世、阿
卡迪乌斯 （ Ａｒｃａｄｉｕｓ，３７７ － ４０８） 与霍诺里乌斯 （ Ｈｏｎｏｒｉｕｓ，３８４ － ４２３） 向东方军事长官阿德尔斯

（Ａｄｄｅｕｓ）的谕令中强调：“犹太人教派不应被律法禁止，此为惯制。”（１６， ８， ９， ｐ． ４６８）而且，罗马皇

帝在谕令中多次提到要保护犹太人与犹太教。 ４１２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伊利里库姆

（Ｉｌｌｙｒｉｃｕｍ）禁卫军长官菲利普斯（Ｐｈｉｌｉｐｐｕｓ）的谕令中命令：“不能因为是犹太人，便可被践踏；严禁焚

烧犹太会堂与犹太人住所，不能毫无理由地错误伤害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也不要因获得安全而兴

高采烈，严禁对基督教做出鲁莽行为。”（１６． ８． ２１， ｐｐ． ４６９ － ４７０）４２３ 年 ４ 月—６ 月，狄奥多西二世与

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阿斯克莱皮多特斯（Ａｓｃｌｅｐｉｏｄｏｔｕｓ）连发两份谕令，要求保护犹太人人身

与财产安全，其中 ４ 月的谕令称：

我们与先祖签署谕令压制可恶的异教徒、犹太人与异端，但为了回应犹太人可怜的诉求，我们

命令禁止以基督教名义伤害与迫害犹太人，不得占有、焚烧犹太会堂。 （１６． ８． ２６， ｐｐ． ４７０ －４７１）

６ 月的谕令更是命令：

那些真正或自称基督徒的人，不应对安宁生活、未触犯律法或与律法抵触的犹太人施加暴

力；如果施加暴力并掠夺财产，应偿还 ３—４ 倍。 各行省长官与官员如果允许此类罪行，将会遭到

与肇事者同样的惩罚。 （１６． １０． ２４， ｐ． ４７６）

从早期“被允许的宗教”或“被批准的宗教”到狄奥多西一世“不应被律法禁止”的表述，可以看

出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后犹太人显然遭受到了来自基督教的压力，乃至侵犯，犹太人的身份地位被弱

化，因此罗马皇帝才会强调“犹太人教派不应被律法禁止”。 这在《狄奥多西法典》中多有体现，如
３３９ 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ｕｓ ＩＩ，３１７ － ３６１）在给伊瓦格里斯（Ｅｖａｇｒｉｕｓ）谕令中将犹太教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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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ｓｅｐｈｕｓ，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ＸＩＩ， ３， １， ｐ． ３９５．
Ｌｏｕｉｓ Ｈ．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Ｊｅｗ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００ －１０２．
Ｔｅｒｔｕｌｌｉａｎ， Ｔｈｅ Ａｐｏｌｏｇｙ， Ｏｈｉｏ： Ｂｅｌｏｖ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ＬＣ， ２０１５， ｐ． ２１．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ｒ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１， ｐ． ８．



“沦丧的宗教”及“野蛮的教派”，并在 ３５７ 年给禁卫军长官沙拉西斯（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ｕｓ）的谕令中称犹太教

为“亵渎神灵的宗教”；３９８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西奥多（Ｔｈｅｏｄｏｒｕｓ）谕令中

将犹太人称为“信仰犹太迷信的人”；３９９ 年在给禁卫军长官麦萨拉（Ｍｅｓｓａｌａ）谕令中称犹太教为“不
值得的迷信”等等（１６． ８． １， １６． ８． ６， ｐ． ４６７；１６． ８． ７， ｐ． ４６８； １２． １． １５７． １５８， ｐ． ３６５）。 这些对犹

太人或犹太教的称谓有明显消极与贬低意味，尤其在 ４１６ 年之后的谕令中，Ｒｅｌｉｇｉｏ（宗教）一词已成为

基督教的专用称谓。① 这些律法都突出表明，虽然犹太人身份地位在罗马法中并未变化，但实际上已

经被弱化，而且罗马人开始以基督教的视角审视犹太人与犹太教，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劣于基督教并被

基督教歧视的宗教群体，而非可承担律法责任的自治团体。
在基督教语境中，不同于正统天主教派（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ｓ）的基督徒被称为异端（Ｈｅｒｅｔｉｃｓ）或分

裂派（Ｓｃｈｉｓｍａｔｉｃｓ），传统多神信仰者被称为异教徒（Ｐａｇａｎｓ）。 受其影响，《狄奥多西法典》也对异端、
异教徒视采取限制、禁绝的政策。 在《狄奥多西法典》中，３２６ 年君士坦丁皇帝给德拉奇立努斯

（Ｄｒａｃｉｌｉａｎｕｓ）的谕令称：“异端、分裂派不得享有正统天主教派特权。”（１６， ５， １， ｐ． ４５０）３７６ 年与 ３７９
年在瓦伦斯（Ｖａｌｅｎｓ，３２８ － ３７８）、格拉提安（Ｇｒａｔｉａｎ，３５９ － ３８３）与瓦伦提尼安二世（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ａｎ ＩＩ，３７１ －
３９２）的谕令中，完全禁止异端活动；狄奥多西一世对异端或分裂派颁布了十几份谕令，包括禁止聚会

与进入基督教堂、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甚至处死等，以至于他们不敢再以基督徒自称（１６， ５， ４ － ５，
５ － ２４， ｐｐ． ４５０ － ４５４）；从阿卡迪乌斯、霍诺里乌斯，直到狄奥多西二世，延续了对异端、分裂派的禁绝

政策（１６， ５， ２５ － ６６， ｐｐ． ４５４ － ４６３）。 对于异教徒，３４１ 年与 ３４２ 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两份谕令皆

命令：“禁绝所有迷信（异教徒）与疯狂的祭祀，关闭所有神庙……对仍参加祭祀或崇拜的人处以罚金

或没收财产。”（１６， １０， ２ － ６， ｐｐ． ４７２ － ４７３） ３８１ 年—３９１ 年间，瓦伦斯、格拉提安与狄奥多西一世的

谕令对那些仍旧进入异教徒神庙或祭祀的人进行放逐，严禁神庙祭祀活动，否则处以 １５ 磅黄金罚金

（１６， １０， ７ － １１， ｐｐ． ４７３）。 ３９６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取消了异教徒祭祀所有特权；４０７ 年—
４３５ 年，狄奥多西二世先后颁布 ７ 条谕令，下令将异教徒神庙转为公用，摧毁祭坛、驱逐祭祀、压迫异

教徒，不得为帝国服务（１６， １０， １４ － ２５， ｐｐ． ４７４ － ４７６）。
因此，在《狄奥多西法典》中犹太人律法地位比异端、异教徒优越。 罗马帝国独尊基督教后，犹太

人在律法意义上尚能延续传统合法地位，主要是因为早期基督教关于犹太人作为“见证者”宗教思想

的影响。 以奥古斯丁（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３５４ － ４３０）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在末日审判之前先知以利

亚（Ｅｌｉｊａｈ）会向犹太人解释律法，让他们相信真正的基督、爱这位圣子（耶稣），相信上帝的心转向圣

子，犹太人须作为见证者，见证基督教最终胜利，但不能任由犹太教发展，须劝犹太人改宗基督教。②
所以《狄奥多西法典》仍视犹太人、犹太教为合法存在，但是处处充斥着对犹太教歧视与贬低。

二、犹太人宗教活动：准许与限制

罗马改宗基督教后，犹太教合法宗教地位未被改变，安息日与其他圣日等宗教活动被允许，甚至

得到了保护。 ４０９ 年与 ４１２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约翰内斯（Ｊｏｈａｎｎｅｓ）的两

份谕令中称犹太人安息日历史悠久，严禁干涉犹太人宗教活动；犹太人在安息日与其他时候进行宗教

活动时，任何人不得强迫其履行公共服务或被起诉，这些事宜须在其他时间进行，并强调尽管早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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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ｍｎｏｎ Ｌ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Ｒｏｍ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Ｗａｙｎ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ｐ． ５６ － ５７．
《旧约·玛拉基书》（４： ５ － ６）记载：“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先知以利亚生活在公元前 ９ 世纪，他按神的
旨意审判以色列、施行神迹。 此处被基督教思想家解释末日审判基督教赢得犹太人信任的思想来源。 奥古斯丁
思想，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１８—１０１９ 页。



些谕令对犹太人这项权利有所规定，但最为珍贵的是做到这项权利不被侵犯（２． ９． ２６， ｐ． ４５）。
同时，《狄奥多西法典》延续对犹太会堂保护的政策。 ３６８ 年，瓦伦斯与瓦伦提尼安二世在给帝国

中枢官（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雷米吉乌斯（Ｒｅｍｉｇｉｕｓ）的谕令中称：

以强制军营驻地的权力进入犹太会堂的人必须立即撤出。 他们只能通过此权力获取民宅，
而非宗教场所。 （ ７． ８． ２， ｐ． １６５）①

３９３ 年，狄奥多西一世、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东方军事长官阿德尔斯的谕令中再次坚持

保护犹太会堂，称：

犹太人被禁止在一些地方集会，对此我们感到不安。 收到此谕令后，应对那些以基督教名义

进行非法活动与破坏犹太会堂的人予以严惩。 （２． ８． ２６， ｐ． ４５； １６． ８． ２０． ｐ． ４６９）

３９７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伊利里库姆禁卫军长官安那托里斯（Ａｎａｔｏｌｉｕｓ）的谕令中

命令不能让犹太人受到攻击，犹太会堂应像往常一样安静（１６． ８． １２， ｐ． ４６８）； ４１２ 年，狄奥多西二世

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约翰内斯的谕令中也禁止任何人侵占犹太人宗教场所与犹太会堂

（１６． ８． ２０， ｐ． ４６９）。
尽管如此，基督徒焚烧、破坏、侵占犹太会堂的事件多有发生。 比较突出的事件，如 ３８８ 年，一位

美索不达米亚主教教唆基督徒焚烧了卡利尼克尤姆（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ｕｍ）一座犹太会堂。② 狄奥多西一世命

令当地教会出资重建此会堂，但遭到了主教安布罗斯（Ａｍｂｒｏｓｅ）反对。 安布罗斯在写给狄奥多西一

世的信中，称他对基督教不忠诚，照顾犹太人的利益，并不顾忌基督徒，甚至诅咒他将不会得到救赎。
迫于基督教会压力，狄奥多西一世撤销了谕令。③ 狄奥多西二世时期也是如此，４２５ 年，亚历山大里亚

主教西里尔（Ｃｙｒｉｌ）与叙利亚基督徒巴沙尔玛（Ｂａｒｓｈａｌｍａ）煽动破坏当地犹太会堂，后者甚至因此赢得

了基督教圣人的荣誉。④

与保护现有犹太会堂相比，《狄奥多西法典》严禁新建犹太会堂。 ４１５ 年，犹太族长迦玛列六世

（Ｇａｍａｌｉｅｌ ＶＩ，３７０ － ４２５）曾因新建犹太会堂，被取消荣誉长官的优待（１６． ８． ２２， ｐ． ４７０）。⑤ ４２３ 年，
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阿斯克莱皮多特斯的谕令中，再次强调对犹太会堂的政

策，即保护现有犹太会堂不被破坏，否则等价赔偿，并严禁新建犹太会堂，也不得维修旧的会堂（１６．
８． ２５， ｐ． ４７０； １６． ９． ２６， ｐｐ． ４７０ － ４７１）。

但是，与保护犹太人宗教活动与犹太会堂不同的是，凡是涉及基督教切身利益，《狄奥多西法典》
对犹太教采取限制政策，严禁任何犹太教活动冒犯基督教。 此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
４０８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安提米乌斯（Ａｎｔｈｅｍｉｕｓ）的谕令中称：

各行省长官须禁止犹太人在宗教仪式中……焚烧外形类似圣十字架的东西，这是对基督教

的蔑视，带有亵渎神明的意图，禁止将我们的信仰标志与他们所处之地联系起来。 他们遵守自己

的仪式，不得污蔑基督教律法，否则将失去很多权利。 （１６． ８． １８， ｐ． ４６９）

同年，在给非洲执政官多纳图斯（Ｄｏｎａｔｕｓ）的谕令中再次告诫：

·４７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罗马帝国中枢官为帝国最高官员之一，掌管皇宫秘书处，发布公告与秘密事务，监督皇宫各级管理，对皇帝仆人有
审判之权。
卡利尼克尤姆，位于今叙利亚北部地区。
Ｊａｃｏｂ Ｒ．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ｋ， ３１５ － １７９１，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ｂｒｅｗ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８， ｐｐ． １０７ － １０９．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Ｇｒａｙｚｅｌ，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 Ｌａｗ， ｐ． ９９．
迦玛列六世为犹太公会最后一位王子或族长。



异端与犹太人的大胆行为，表明他们幻想让天主教圣礼变得混乱。 他们这种行为像瘟疫与

传染病，要对此种与天主教违背或反抗天主教的人予以严惩。 （１６． ５． ４４， ｐ． ４５８）

次年（４０９ 年），在给禁卫军长官西奥多（Ｔｈｅｏｄｏｒｕｓ）的谕令中也警告异端、犹太人、异教徒，先前

的律法并未失效，法官应毫不犹豫地执行，否则将会被免职，受到重罚（１６． ５． ４６， ｐ． ４５８）。
同时，《狄奥多西法典》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 ３８８ 年，瓦伦提尼安二世、狄奥多西一世、阿卡

迪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塞奈基斯的谕令，命令犹太人不得娶女性基督徒为妻，基督徒男子也不得娶犹

太女性为妻，否则将被视为通奸罪，公众可自由提出指控（３． ６． １， ｐ． ７０）。 这一律法显受基督教影响，
早在 ３００ 年，西班牙埃尔维拉（Ｅｌｖｉｒａ）基督教宗教会议上即规定，严禁基督教女性与犹太人等异教徒

通婚，否则其父母将会被处以驱逐教会 ５ 年的惩罚。①
为了维护基督教作为国教的优越地位，《狄奥多西法典》积极鼓励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并为改宗

者提供各类律法保护与优待。 ３３６ 年，君士坦丁在给禁卫军长官费利克斯（Ｆｅｌｉｘ）的谕令中命令：“犹
太人不得阻挠任何人从犹太教改宗基督教，或攻击改宗者，否则将会受到严惩。”（１６． ８． ５， ｐ． ４６７）
３３９ 年，在给伊瓦格里斯谕令中，再次明确，如果犹太人及其族长攻击那些已经摆脱他们野蛮宗教并

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将立即被火烧死（１６． ８． １， ｐ． ４６７）。
４０９ 年，针对一些为自证清白而冒犯基督教的犹太人，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

官焦维乌斯（Ｊｏｖｉｕｓ）的谕令中命令这些人改宗基督教，称：

除非这些人在一年之内重新信仰上帝、尊敬基督教，否则会被严惩……我们很乐意在他们改

宗基督教后，劝诫他们。 基督教被犹太教污染，比死亡、谋杀更为严重……任何人胆敢违反这一

律法，将会被判背叛罪。 （１６． ８． １９， ｐ． ４６９）

在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后，《狄奥多西法典》仍设法保护其继承权。 ４２６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瓦伦提

尼安三世在给禁卫军长官巴苏斯（Ｂａｓｓｕｓ）的谕令中称：

如果犹太人后代改宗基督教，他们父母、祖父母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即使没有遗嘱，他们也应

得到应得份额，否则遗嘱被取消，这些人自然成为继承人……如果后代对父母、祖父母犯下严重

罪行，则应受到惩罚。 即使如此，父母也应留给他们四分之一的遗产，为他们选择基督教留下尊

严。 （６． ９． ２８， ｐ． ４７１）

但是，犹太人如果不是因为宗教原因改宗基督教，而是怀着不单纯的目的，则会被驱逐或禁止。
３９７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埃及教区的官员与总督阿基劳斯（Ａｒｃｈｅｌａｕｓ）的谕令中命令：

如果犹太人身陷刑事指控或债务，假装改宗基督教，以此躲避，应被驱逐教会。 直到他被证

明无罪或还清债务时才可被重新接纳。 （９． ４５． ２， ｐ． ２６５）

４１６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犹太长者的谕令中也称：

古代传统与我们的习俗规定，如果犹太人为躲避犯罪诉讼与其他事务加入基督教，这种行为

不是由于信仰而改宗，是一种伪君子的骗局，应被驱逐。 （１６． ８． ２３， ｐ． ４７０）

如果犹太人在改宗基督教之后又想重回犹太教，则须由犹太教首领裁决是否接纳。 ３９２ 年，狄奥

多西一世、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塔迪安努斯（Ｔａｔｉａｎｕｓ）的谕令中称：

一些犹太人曾脱离犹太教，但又根据行省长官的命令重返犹太教，尽管犹太教律法对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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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伟：跨文化交流与罗马帝国犹太人律法政策嬗变———以《狄奥多西法典》为中心的考察

① 埃尔维拉位于西班牙南部地区。 此次宗教会议的规定，见 Ｊａｃｏｂ Ｒ．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ｋ， ３１５ － １７９１， ｐ． １０１。



抗议。 这些人在退出犹太教后，不应获得此种不当的和解权利，无论是通过行省长官或与犹太教

律法相左的命令，因为只有犹太教首领才有权对他们的宗教进行判决。 （１６． ８． ８， ｐ． ４６８）

与鼓励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相比，《狄奥多西法典》严禁基督徒改宗犹太教，否则予以严惩。 ３５７ 年，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朱利安（Ｊｕｌｉａｎ，３３１ －３６３）在给禁卫军长官特拉希斯（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ｕｓ）谕令中称：“根据过

去的律法，如果基督徒改宗犹太教这一亵渎神灵的宗教，他的财产应被收缴国库。”（１６． ８． ７， ｐｐ． ４６７ －
４６８） ３８３ 年，格拉提安、瓦伦提尼安二世与狄奥多西一世在给禁卫军长官特罗皮乌斯（Ｅｕｔｒｏｐｉｕｓ）的谕令

中称那些鄙视基督教尊严、受犹太人腐化污染的人（基督徒）应遭到惩罚（１６． ７． ３， ｐ． ４６６）。
早在改宗基督教之前，安东尼·庇护 （Ａｎｔｏｎｉｎｕｓ Ｐｉｕｓ，８６ － １６１） 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Ｓｅｐｔｉｍｉｕｓ Ｓｅｖｅｒｕｓ，１４５ － ２１１）皇帝担心犹太教影响过大，便禁止犹太人对异教徒实施割礼与改宗；３
世纪末罗马法学家保罗（Ｐａｕｌ）主张将接受割礼的人进行流放，并没收财产，对实施割礼者处以死

刑。① 在改宗基督教后，罗马帝国更是严禁犹太人改宗基督徒。 在《狄奥多西法典》中，３３９ 年，一些

犹太人劝说帝国编织厂的基督徒妇女改宗犹太教，对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给伊瓦格里斯

（Ｅｖａｇｒｉｕｓ）的谕令中命令：“帝国编织厂的妇女被犹太人引诱至他们沦丧的教派，希望她们重新回到

工厂，犹太人今后不得将基督教妇女与他们的邪恶（宗教）联系起来，否则会受到重罚。” （１６． ８． ６，
ｐ． ４６７）４２３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阿斯克莱皮多特斯的谕令中也称：“如果

犹太人胆敢对基督徒实施割礼……将会被处以物资处罚或放逐。”（１６． ９． ２６， ｐ． ４７１）
同时，《狄奥多西法典》也严禁犹太人拥有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基督徒奴隶），为其实施割礼与改

宗，并禁止犹太人改宗其他任何教派的奴隶，尽管罗马早期对犹太人拥有奴隶没有限制，而且犹太人

对奴隶进行割礼、改宗，主要是因为犹太律法规定很多家庭事务，如烹饪、酿酒等必须由犹太人承担，
现实需要大于宗教考虑。② ３３６ 年，君士坦丁在给禁卫军长官费利克斯的谕令中称：“如果犹太人购

买基督徒或其他教派的奴隶，并对其实施割礼，这些奴隶将恢复自由。”（１６． ９． １， ｐ． ４７１） ３３９ 年，君
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在给伊瓦格里斯的谕令中更为严厉，称：

如果犹太人购买其他教派奴隶，这些奴隶将会被收缴国库；如果还实施割礼，不仅失去奴隶，
而且要遭受处罚。 如果购买基督徒奴隶，则将会被收缴所有基督徒奴隶。 （１６． ９． ２， ｐ． ４７１）

３８４ 年，格拉提安、瓦伦提尼安二世与狄奥多西一世在给禁卫军长官塞奈基斯（Ｃｙｎｅｇｉｕｓ）的谕令

中重申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政策，又命令犹太人的基督徒奴隶或曾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可以被基督

教购买赎回（３． １． ５， ｐ． ６４）。 ４１７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莫纳克西斯

（Ｍｏｎａｘｉｕｓ）的谕令中严禁犹太人购买基督徒奴隶，但允许在不改宗的情况下拥有其他宗教的奴隶

（１６． ９． ４， ｐ． ４７２）； ４２３ 年，在给禁卫军长官阿斯克莱皮多特斯的谕令中，再次重申犹太人不得拥有

并改宗基督徒奴隶（１６． ９． ５， ｐ． ４７２）。
因此，《狄奥多西法典》中有关犹太人宗教活动的谕令，显示罗马帝国在改宗基督教后，尽管延续

了准许犹太人宗教活动与保护犹太会堂的传统政策，但是意图通过严禁犹太教冒犯基督教与鼓励犹

太人改宗基督教等措施，削弱犹太教影响，维护基督教权威。 如果说准许犹太人宗教活动与保护犹太

会堂的律法，是传统罗马法的延续，那么对犹太教限制的律法则明显受基督教影响，犹太人宗教属性

被较多关注，律法宗教化色彩变得愈发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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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ｏｕｉｓ Ｈ．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Ｊｅｗ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ｐｐ． １００ － １０２．
Ｌｏｕｉｓ Ｈ．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Ｊｅｗ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ｐ． ３９２．



三、犹太人自治与公共事务：族内自治与强制性公共服务

公元前 ６３ 年，罗马占领巴勒斯坦后，在哈斯蒙尼王朝与希律王统治下，该地成为罗马人附庸国。
６ 年，罗马帝国废除希律王之子希律·亚基老（Ｈｅｒｏｄ Ａｒｃｈｅｌａｕｓ，前 ２３—１８）的统治，设立犹大（Ｊｕｄｅａ）
行省，开始直接统治；７０ 年摧毁犹太人第二圣殿，设立犹太税（Ｆｉｓｃｕｓ Ｊｕｄａｉｃｕｓ），向帝国境内所有犹太

人征税。① 第二圣殿被摧毁前夕，耶路撒冷犹太公会（Ｓａｎｈｅｄｒｉｎ）迁至亚夫内（Ｙａｖｎｅ）———Ｓａｎｈｅｄｒｉｎ
即希伯来语 ，指由法官构成的犹太法庭，教导、监督民众遵守律法，第二圣殿被摧毁前夕通过圣

经与拉比传统规范犹太人政治与宗教生活；犹太公会首领被称为纳西（Ｎａｓｉ）或拉班（Ｒａｂｂａｎ）：Ｎａｓｉ，
即希伯来语 ，意为王子，即首领，Ｒａｂｂａｎ 即希伯来语 ，即拉比，但专指区别与拉比的犹太公会

首领纳西，罗马人称犹太公会首领为犹太族长（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 犹太公会与大量拉比、塔木德学者迁至亚

夫内，便在此地形成了犹太教宗教中心，犹太公会首领成为犹太人政治与宗教领袖，有权任命帝国各

地犹太群体首领，在宗教事务中有最高裁决权，罗马帝国认可犹太公会首领权威，对其颇为敬重。②

３９６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东方伯爵科劳迪亚努斯（Ｃｌａｕｄｉａｎｕｓ）的谕令中命令：“如果任何

人胆敢在公共场合侮辱杰出的族长，将会遭到严惩。” （１６． ８． １１， ｐ． ４６８） 犹太族长迦玛列六世

（Ｇａｍｌｉｅｌ ＶＩ，３７０ － ４２５）甚至被罗马帝国授予名誉长官头衔，但因其新建犹太会堂被取消优待。 ４１５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奥瑞里亚纳斯（Ａｕｒｅｌｉａｎｕｓ）的谕令中称：

迦玛列认为他做错事不受惩罚，是因为他已经到达了荣耀顶端；我们已给各官署下令取消授

予他名誉长官头衔的帝国信函。 （１６． ８． ２２， ｐ． ４７０）③

自马加比起义犹太人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后，罗马境内犹太人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律法与宗教习

俗生活，甚至在经济活动中享有一定自主权。 ３９６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犹太人的谕令中

称：“当犹太人销售货物时，犹太教之外的人不应为犹太人设置价格，因为这是委托他们决定的。 各

省长官严禁安排对（货物价格的）调查与管理者。 除了你们与你们首领之外，其他人若胆敢如此为

之，行省长官应以越权罪进行惩罚。”（１６． ８． １０， ｐ． ４６８） ３９８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皇帝在给

禁卫军长官尤蒂奇努斯（Ｅｕｔｙｃｈｉａｎｕｓ）的谕令中对帝国境内犹太人自治程度规定尤详，称：

如果犹太人案件涉及的法庭、法令与律法与他们的迷信（犹太教）没有太大关系，罗马犹太

人应在通用法要求下以惯常方式出席罗马法庭，根据罗马法进行辩护，受制于罗马法。 当然仅在

民事案件中，如果犹太人认为按照双方协议，彼此承诺遵守，他们可以在犹太人或犹太族长面前

仲裁……这样的判决与罗马法官的判决具有同样效力。 （２． １． １０． ｐ． ３９）

此谕令表明如果罗马帝国犹太人遇到涉及犹太人内部民事案件时，可由当地犹太首领或犹太族

长根据犹太律法审判即可；如果遇到与犹太教无关，如涉及非犹太人事务，以及其他非民事案件时，则
须按罗马法审理。 ４１５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奥瑞里亚纳关于犹太族长迦

玛列六世的谕令中也称：“迦玛列没有权力在基督徒中充当法官。 如果基督徒与犹太人产生纠纷，应
由行省官员处置。”（１６． ８． ２２， ｐ． ４７０） 由此说明，《狄奥多西法典》认可的犹太人自治，体现在犹太

人根据犹太律法对内部事务进行管理，以及当地犹太首领与犹太族长对犹太人内部民事案件的审判。
因此，前述 ３９２ 年狄奥多西一世、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塔迪安努斯的谕令中，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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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ｅｎ⁃Ｓａｓｓ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Ｃａｍ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 ２４６．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ｒ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ｐｐ． １０ － １１．
迦玛列六世为犹太公会最后一位王子或族长。



定只有犹太教首领（犹太公会首领）对曾脱离犹太教又反悔的犹太人拥有裁决权，地方行省长官或与

犹太教律法相左的命令皆无效（１６． ８． ８， ｐ． ４６８）。
罗马时期，犹太公会与帝国犹太人一个重要的维系，即各地犹太会堂每年向犹太公会贡奉一定数

额的金银作为日常开支。 ３９９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麦萨拉的谕令中称：“不
值得信任的迷信（犹太教）一个特点就是犹太会堂的管理者、犹太人祭祀或自称为使徒的人，在族长

调度下从每个犹太会堂征收金银，然后交给族长。”（１６． ８． １４， ｐ． ４６８） 此类贡奉行为也是帝国犹太

人自治的体现，但是 ３９９ 年却被视为非法。 就在上述谕令中，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命令禁卫军长

官麦萨拉，称：

这些被收集的所有金银应如数地交给国库，不再交给犹太族长。 犹太人应知道我们已废除

了这种掠夺行为。 如果有人被指使收集财物，将会受到审判，此种行为违反了我们的律法。
（１６． ８． １４， ｐ． ４６８）

但不久之后又被认定为合法。 ４０４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哈德里安斯

（Ｈａｄｒｉａｎｕｓ）的谕令中称：“我们之前签署谕令禁止犹太人向族长缴纳财物。 现在根据早期皇帝的谕

令撤销禁令，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已承认犹太人向族长贡奉的权利。”（１６． ８． １７， ｐ． ４６９）
尽管如此，犹太公会在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威慑下逐渐式微。 ４２５ 年，最后一位犹太族长迦玛列六

世逝后无嗣，罗马帝国拒绝批准新继承人，并于 ４２９ 年宣布取消犹太族长一职，犹太人贡奉也被改为

向帝国缴纳的税收。 ４２９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瓦伦提尼安三世在给伯爵约翰内斯的谕令中命令：“在
族长灭迹之后，各犹太首领应被强制缴纳先前的贡金，未来每年的贡金应从所有犹太会堂中征收，数
目为先前族长所要求的黄金数量。”（１６． ９． ２９， ｐ． ４７１） 至此，罗马帝国犹太人自治主要体现在对各

犹太群体内部事务的管理以及当地犹太首领对犹太人内部民事案件的审判方面。
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参与帝国事务主要包括出任公职与承担强制性公共服务。 早期犹太人被

允许出任公职，担任帝国与皇室高级官员（Ｐａｌａｔｉｎｕｓ），①在军队服役，乃至担任机要职位等秘密工作，
尤其在亚历山大·西弗勒斯与卡拉卡拉统治时期。② 但是改宗基督教，尤其是 ５ 世纪初后，犹太人逐

渐被禁止担任公职。 ４０４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罗姆里亚纳斯（Ｒｏｍｕｌｉａｎｕｓ）
的谕令中命令：“一些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吹嘘他们具备提供秘密服务的特权，今后应剥夺这些人为

帝国效力的权利。”（１６． ８． １６， ｐ． ４６９） ４１８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帕拉杜

斯（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ｓ）的谕令中全面禁止犹太人出任公职，命令：

今后应禁止信仰犹太教迷信的人寻求为帝国效力。 那些已经起誓并被招募为机要人员或帝

国与皇室高级官员的犹太人，准其完成效力，并在法定时期结束……将来绝不允许再次使用。 但

是，对那些比较反常及寻求为帝国提供武装服务（即在军队服务）的人则坚决革职，不能因其早

期功德而受到保护。 （６． ８． ２４， ｐ． ４７０）

犹太人在承担强制性公共服务时，须先成为帝国当地市政成员（Ｄｅｃｕｒｉｏｎｓ） （ｐ． ５８８）。 各地市政

人员一职最初产生于公元前 １２５ 年，是为了让拉丁地区公职人员成为罗马公民，保持对罗马忠心。 在

帝国早期，罗马贵族与富有的公民积极争取成为当地市政成员，一旦当选便成为 “尊贵的人”
（ｈｏｎｅｓｔｉｏｒｅｓ）；当选后则须为当地公共事务支付大量金钱，各个成员也竞相建造神庙、公共浴室与其

他公共设施等。 ２８４ 年，戴克里先（Ｄｉｏｃｌｅｔｉａｎ，２４４ － ３１１）开始执行严厉的税收政策，各地市政成员被

要求出钱补足税收缺口，因此该职位演变为履行强制性公共服务的渠道，很多人企图摆脱，但若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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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拉丁语 ｐａｌａｔｉｎｕｓ，指罗马时期帝国或皇室的高级官员。
Ｌｏｕｉｓ Ｈ．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Ｔｈｅ Ｊｅｗ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ｐ． １０１．



住就会被没收全部财产。① 强制性公共服务，除税收之外，还包括为邮驿、军队提供供给，承担粗重的体

力活动，如燃烧石灰、烧炭与制作面包等，承担军械库、矿场、采石场与公共建筑的建造及为其他公共性

活动提供劳力，为军队与其他为帝国效力的人提供驻屯的房子与物资，土地所有者须为帝国募兵等，主
要由中低阶层人士承担，政府并不支付报酬，这让普通民众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与牺牲（ ｐ． ５７７）。

在罗马改宗基督教之前，犹太人不被要求出任市政官员，因此也免于履行此类公共服务。 君士坦

丁时期，犹太人开始被要求承担此类服务，②但重要的宗教人士可以免于履行，获得与基督教神职人

员同样的特权（１６． ２． ２， ｐ． ４４１）。③ ３３０ 年，君士坦丁在给禁卫军长官阿布拉维斯（Ａｂｌａｖｉｕｓ）的谕令

中称：

如果有人投入到犹太会堂事务中，如族长、祭祀那般，而且主持他们的律法，那么可免除强制

性公共服务……如果他们正在出任市政成员，不能给他们分派任何官方护送的任务，因为不能强

迫他们离开居住地。 如果没有出任市政成员，则永久免除。 （１６． ８． ２． ｐ． ４６７）

同时，为了照顾犹太人，君士坦丁还准许每个犹太群体有二三位犹太人可免于履行公共服务。
３２１ 年，他在给科隆（Ｋöｌｎ）市政成员的谕令中称：“在通用法中我们允许所有市政元老提名犹太人出

任市政成员。 但为了慰藉他们，我们可为每个群体两或三位犹太人赋予不被提名的永久特权。”（１６．
８． ３． ｐ． ４６７） 但是，３８３ 年格拉提安、瓦伦提尼安二世与狄奥多西一世在给禁卫军长官海帕修斯

（Ｈｙｐａｔｉｕｓ）的谕令中又提出了新的规定，称：

应取消犹太人所吹嘘的免除履行强制性公共服务的谕令。 即使神职人员，在完成市政当局

所有服务之前，都不能自由投身于礼拜中。 如果有人真心投身于上帝，也应找其他人替他完成此

类公共服务。 （１２． １． ９９， ｐｐ． ３５６ － ３５７）

３９７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凯撒里乌斯（Ｃａｅｓａｒｉｕｓ）的谕令中重新恢复了

君士坦丁的政策，称：“我们效仿古代做法，继续将这些特权赋予犹太会堂管理者、族长、祭祀及投入

到宗教仪式的人。 君士坦丁等先前已宣布此谕令，这些犹太人不用履行强制性公共服务。” （６． ８．
１３， ｐ． ４６８） ４０４ 年，阿卡迪乌斯与霍诺里乌斯在给禁卫军长官尤蒂奇努斯的谕令中再次重申了犹太

教宗教人士的这一特权，称其仍旧有效（１６． ８． １５， ｐｐ． ４６８ － ４６９）。
但是，普通犹太人必须履行强制性公共服务。 ３９８ 年，格拉提安、瓦伦提尼安二世在给禁卫军长

官西奥多（Ｔｈｅｏｄｏｒｕｓ）的谕令中称任何人都要到地方市政完成强制性公共服务，无论其信仰哪种迷信

（包括犹太人）（１２． １． １５６， ｐｐ． ３６４ － ３６５）。 同年，针对犹太人履行公共服务有所懈怠的现象，格拉提

安、瓦伦提尼安二世在给禁卫军长官西奥多的谕令中称：

我们得知从普利亚（Ａｐｕｌｉａ）到卡拉布里亚（Ｃａｌａｂｒｉａ）地区，大部分市政元老在犹太人履行公

共义务上犹豫不定，信仰迷信的犹太人认为东罗马帝国的谕令规定他们被免除履行强制性公共

服务。 如果有此谕令，即可废除。 （１２． １． １５８， ｐ． ３６５）④

３９９ 年，格拉提安、瓦伦提尼安二世在给禁卫军长官尤蒂奇努斯（Ｅｕｔｙｃｈｉａｎｕｓ）的谕令中又重申：
“如果犹太人被证明有义务出任市政成员，则须被遣送到市政当局履行服务。”（１２． １． １６５， ｐ． ３６６）
不仅如此，罗马帝国仍将此类公共服务视为恩赐的荣耀象征。 ４１８ 年，狄奥多西二世与霍诺里乌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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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 Ｔ． Ｓａｌｍｏｎ， Ｒｏｍ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 ＆ Ｈｕｄｓｏｎ， １９６９， ｐ． １１８．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ｒ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ａｇｏｇｕ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ｐ． １７８．
３１３ 年君士坦丁在给卢卡尼亚（Ｌｕｃａｎｉａ）与布鲁提姆（Ｂｒｕｔｔｉｕｍ）的长官屋大维（Ｏｃｔａｖｉａｎｕｓ）的谕令中称：投入到对
宗教神圣崇拜的人（即基督教徒），即神职人员，不用履行强制性公共服务。
普利亚，位于意大利东南部沿海地区；卡拉布里亚，位于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



给禁卫军长官帕拉杜斯（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ｓ）的谕令中即称：“我们允许他们享有作为市政成员履行强制性公共

服务的荣耀，这是他们与生俱有的荣耀及家族的荣光。”（１６． ８． ２４ ， ｐ． ４７０）
总体而言，《狄奥多西法典》关于犹太人自治与公共服务的谕令，显示犹太人的自治程度受到了

限制，尤其是 ５ 世纪初犹太公会被瓦解，帝国犹太人失去了统一完整的政治组织与宗教维系，转变为

各犹太群体的内部自治，而且犹太人被限制，甚至禁止出任公职，必须履行强制性的公共服务。 因此，
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二世，随着罗马帝国改宗基督教，帝国犹太人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日益恶

化，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结　 语

《狄奥多西法典》关于犹太人在律法、宗教、自治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谕令，显示罗马帝国改宗基

督教后，帝国犹太人律法地位呈现恶化趋势。 作为基督教时代第一部法典，《狄奥多西法典》关于犹

太人律法规定与实践，最为明显地体现了基督教意志。 ６ 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一世（Ｇｅｏｒｇｅ Ｉ，５９０ －
６０４ 在位）制定的犹太人政策不仅是中世纪天主教会官方政策，而且影响了世俗政权对犹太人的态

度。 此政策便继承了《狄奥多西法典》基本原则，即在犹太人享有合法宗教地位并受保护前提下，通
过禁止新建犹太会堂、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规劝改宗基督教等措施抑制犹太人对基督教的影

响，限制犹太人宗教活动，并通过禁止犹太人出任公职等手段限制犹太人社会活动，犹太人存在仅是

为见证基督教最终胜利。① 因此，《狄奥多西法典》基本原则被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继承，
对基督教与犹太人关系影响长久。 长期致力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研究的马克·科恩（Ｍａｒｋ Ｒ．
Ｃｏｈｅｎ）即将《狄奥多西法典》视为拉丁 －基督教世界犹太律法的基石。②

《狄奥多西法典》在限制犹太人宗教与社会活动时，尽管多次强调保护犹太人人身安全与犹太会

堂等基本权益，禁止强迫改宗犹太人，中世纪天主教会也秉承这一原则，但是在基督教氛围笼罩之下，
尤其受宗教情绪与社会危机影响时，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经常不能保护犹太人基本权益，犹太人受迫

害之事屡见不鲜，《狄奥多西法典》关于犹太人基本原则常难以落实，因此总体而言犹太人现实地位

比律法地位更加低下，中世纪时期更加如此。 近代早期，尤其 １６ 世纪中叶后，天主教会面临路德教、
加尔文教等新教挑战，为巩固信仰基础、净化西欧宗教环境，建立“纯洁教会”，对犹太人政策愈加严

厉，通过建立隔都（Ｇｈｅｔｔｏ）将犹太人与基督徒强行隔离，强制犹太人改宗，查禁、焚烧犹太人书籍，要
求犹太人穿戴特定服饰，没收犹太人财产，利用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进行审讯等，这些措施已经突破

了《狄奥多西法典》一些基本原则。③ 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便衍生出了天主教反犹主义（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④现代反犹主义也被经常追溯至中世纪天主教会与《狄奥多西法典》时期。

（责任编辑：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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